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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老舍将主要精力转向话剧创作，不断掀起观演热潮。本

文主要从戏剧接受的角度切入，考察老舍创作的观众接受意识及接受视域下老舍的再创作，

并以《方珍珠》、《春华秋实》、《茶馆》等为例，论述“十七年”时代语境下老舍话剧创

作与接受的互动关系，总结其中的经验与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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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舍是我国新文学史上卓有成就的作家，新中国成立前他以小说创作为主，新中国成立

后则将主要精力转向话剧创作，并取得了戏剧家和小说家双峰并峙的成就。受特殊的时代环

境和精神气候影响，“十七年”时期的老舍话剧创作呈现出严重的不均衡现象，一直是学界

热议的话题，而从创作与接受的关系探寻出发可以为我们提供新的理解与认知。本文主要从

戏剧接受的角度切入，考察老舍创作的观众接受意识及接受视域下老舍的再创作，并以《方

珍珠》、《春华秋实》、《茶馆》等为例，论述“十七年”时代语境下老舍话剧创作与接受

的互动关系，总结其中的经验与教训。 

   

一、 

  老舍是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中最具大众意识的作家。在 1950 年欢迎老舍回国举行的茶会

上，周扬就说：“老舍的回国将有助于中国文艺的通俗化运动。”[1](p565)新中国成立后，

老舍长期致力于话剧、戏曲和曲艺的写作，创作了大量的话剧、戏曲和曲艺作品，显示出老

舍一生多方面的业绩与影响。1950 年 10 月 1 日《进步日报》在刊载老舍论文《略谈普及工

作》所加的“编者按”中说：老舍先生自从回国后，“积极地参加了文艺普及工作，不但写、

讲演，而且有时亲自上台表演”。“他在曲艺改革上是做了不少的工作的，北京的人民对他

也有深厚的感情。”[1](p620)在《老舍剧作选》的序言中，老舍这样说：“建国十年来，

我的笔墨劳动主要是在习写剧本上。连话剧带戏曲一共写了十五六本，大约平均每七八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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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一部。”“以一部分劳动人民现有的文化水平来讲，阅读小说也许多少还有困难。可是，

看戏就不那么麻烦。这就是我近来不大写小说，而爱写剧本的另一原因。”[2](p1) 

  在具体写作过程中，老舍与剧院保持密切的接触与联系，多次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朗读

自己的剧本，倾听导、表演等舞台艺术家们的意见。而舞台演出中的一些出色的发挥与再创

造，又反作用于老舍剧本的再修改。他还多次以一名普通观众的身份观看自己剧作的彩排，

注意戏剧演出时的观众反应与接受，演出后还不忘参加观众座谈会，留意各种演出报道和戏

剧评论，尽可能把一些好的意见吸收到自己的创作中来。在 1959 年写的《我的经验》一文

中，老舍曾总结说：“看排戏是作者学习的好机会。一个剧作者应有丰富的社会生活，还须

有戏剧生活——对前台后台都熟悉。跟导演、演员和舞台工作者能够打成一片是必要的。”

[3](p529)他还把自己的剧本戏称为“民主剧本”，他说：“我没有详细考虑过舞台上所需

的安排和应有的效果，我不知舞台是怎么一回事。我常对导演和演员说这句笑话：我写的是

民主剧本，请随便改动吧。这给了他们便宜行事之权，可也给他们增加了困难。”[3](p528)

在散文《十年笔墨》中，他又说：“我把我的作品叫作‘民主剧本’。这就是说，我欢迎大

家提意见，以便修改得更好一些。当然，修改是相当麻烦的。可是，只要不怕麻烦，麻烦便

带来乐趣，况且，导演与演员并不只诚恳地提意见，他们也热诚地帮助我。„„剧本演出后，

观众们也热情地提意见，这又是一种协作。”[4]实际上老舍的整个创作过程不是封闭的，

而是开放的，他的戏剧创作与接受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互动关系。这里的戏剧接受既包括普通

观众的观剧反应和反馈，又包括导、表演及剧评家等专业文艺工作者的戏剧批评和建议。 

  曹禺先生曾说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认为剧本跟小说不一样，小说可以定稿，

剧本永远定不了稿，因为它的生命在于演出。剧作家的创作，仅是戏剧创作的一个重要的部

分，此外，它还需要导演、演员、观众共同完成。剧本的修改，最靠得住的，是演出之后的

修改。演员改、导演改、观众改，使它慢慢好起来。剧本是活的东西，只要这个剧本还在演

出，还有生命力，它就是不断创造，不断地改。”[5]观众及其接受是保持戏剧艺术生命的

重要历史方面，起着重大作用。“十七年”老舍话剧的创作史不是固定的现成的文本存在史，

而是动态的创作与接受相互作用的生成史。 

二、 

  



  老舍于一九四九年底应周总理之邀回国，怀着满腔的政治热情，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

和文化活动，自觉地投身到与社会现实步伐相一致的创作潮流中去，其戏剧创作与接受都打

上鲜明的时代烙印。 

  “十七年”时期老舍发表的第一部话剧是五幕剧《方珍珠》（1950），该剧刻画了鼓书

艺人破风筝与其养女方珍珠在新旧时代的不同遭遇和命运，其主旨是通过艺人生活的“新旧

对比”和他们的“翻身解放”，歌颂人民政府，写光明与赞歌。话剧《方珍珠》是由老舍的

小说《鼓书艺人》改写而成的，在剧本完稿之后，老舍多次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朗读剧本，

并邀请北京曲艺界友人前来提意见，因为剧本以他们为表现对象，他们最有发言权。曲艺界

友人肯定了剧作的主题和人物，但也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诸如“多写点解放后的光明”“也

应给方太太一点希望„„对于剧中艺人的厉害冲突，太明显”等等[6]。在他们的劝告下，

老舍改变自己的初衷，把原来计划的四幕改成五幕，以便“多写点解放后的光明” [6]但又

造成后二幕的创作游离中心，显得松散、零碎的弊端，他的话剧界友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描写解放前的情形的三幕比最后两幕（描写解放后的）好的多，应设法加强后边，以免虎

头蛇尾„„剧中的思想领导不明确，应补充。”[6]艺人们还是习惯从当时流行意识和接受

教育来要求剧本。《方珍珠》1951 年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在北京青年宫首演，由石羽导演，

路曦等担任主要角色，上演后，观众反应热烈，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在北京市文艺

处召开《方珍珠》座谈会，老舍与王亚平、赵树理、吴雪、钟惦棐、贺敬之、杨振声、端木

蕻良等 30余人出席，会上，大家就剧本的主题、结构、人物和语言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

论。大家首先肯定“大部分观众对这个剧本是欢迎的，热爱的”，但仍然指出了剧作的问题

所在，主要集中在“方珍珠的性格在第四五幕显得松弛无力”、“王力的性格不够生活化”

以及“结构方面头重脚轻” [7]的缺点。这部话剧的成功之处是老舍对旧社会艺人生活的熟

悉，写起来得心应手。但问题是老舍对解放后艺人生活并不了解，没有更深入地观察他们的

日常生活，只好写家庭内部先进思想与落后意识的斗争和在舞台上开大会，结果显得涣散、

游离。就像他自己所说：“前后不一致，至全剧闭幕时，没有一个总的、自然的、有力的效

果，使观众失望。”[8]《方珍珠》发表后，就有署名“一读者”的来信刊登在《人民日报》

1951 年 2月 4日“人民文艺”副刊上，题为《反对不正确的文艺批评》，认为《方珍珠》

存在的“缺点”,“是不正确的文艺批评所造成的”，责问那些“曾经热心地劝告老舍先生

改变创作计划，认为作家不可以根据合理的想像创造典型人物，认为一个作品的政治性必须

与尾巴的长短成比例的批评者们，也就应当来答复他（指老舍）的问题：究竟是谁的意见错

了，和为什么错了。”老舍在《学习当先》一文中对此回应说：“以后我再写东西，还是欢

迎友人们提供意见，但是我希望意见别提的太早，省得因为重视友人的善意而忽东忽西。”



“至于我自己应如何批判地接受意见，还是那句话：我得先充实我的思想与技巧的学习，以

免东摇西摆，掌不稳舵。”[9] 

  《方珍珠》所经历的“从题材本身考虑是否政治性强”“深受题材与生活不一致之苦” 

[10]在随后的《龙须沟》中同样存在。《龙须沟》的缺陷在于：结构上仍有鲜明的对比痕迹，

前后两个主题，两种性质的矛盾冲突，到了戏的第三幕，人物已不再行动，只是一味地感谢，

最后在“毛主席万岁”声中结束。该剧写得好的仍是他所擅长描写的熟悉的旧生活，而表现

新的时代社会的内容仍显得牵强、拖沓，因此有了所谓“半部《龙须沟》”现象。当然，该

剧在社会生活的反映、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人像展览式”戏剧结构的运用上还是取得了公

认的艺术成就。该剧的演出成功给老舍带来了空前的荣耀，并因此获得北京市人民政府颁发

的“人民艺术家”的荣誉奖状。 

  《龙须沟》的成功使得老舍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在此后的创作中，他的“工具理性”

越来越强，紧跟时代，自觉地为具体政策服务，成了名符其实的“跟跟派”。无论是二幕剧

《一家代表》（1951）、独幕剧《生日》（1952）、三幕剧《春华秋实》（1953），还是四

幕剧《青年突击队》（1955）、五幕剧《西望长安》（1956）以及随后的三个三幕剧《红大

院》（1958）、《女店员》（1959）和《全家福》（1959）等，都是“急就章”式的政策戏。

受时代环境的影响，对于这些“政策戏”，观众也习惯以政治标准来衡量戏剧作品，以是否

能够正确反映政治、图解政治以及宣传政治为考量标准。而因为对政策的理解和把握不一致，

专家的意见和观众的反应不一致，使得老舍的戏剧接受更加纷纭复杂，并因此带来老舍戏剧

创作的困惑和艰难。 

  以《春华秋实》为例，它是老舍紧密配合北京市“三反”“五反”运动，以“赶任务”

方式完成的剧本。在这部剧作中，老舍力图划清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政治界限，揭露资产

阶级偷工减料、贿赂国家工作人员等丑恶嘴脸和行为。在创作《春华秋实》的过程中，老舍

多次征求各个层次的观众意见和反馈，希望剧本更加充实并得到大家认可，可以说，观众的

意见直接左右着老舍此部话剧的创作。初稿完成之后，老舍便把稿子交给了北京人民艺术剧

院的专家朋友，他们是行家里手，也是合作对象，自然先请他们提宝贵的意见。北京人艺艺

术家们在读后的第一感受便是“内容欠充实，但有一两个人物。凭这一两个人物，值得再写。”

[11]当第四稿完成，专家们又给他提了意见“只见资本家的猖狂，不见工人阶级打败进攻的

力量。”[11]到了第六稿完成，“五反”运动进入了结束阶段，党的政策也有了变动，专家

们认为资本家可以又斗争又团结，这个意见迫使老舍放弃了前六稿，又重新写了三稿，当第

九稿完成后，剧本显得过长，专家们在接受这个剧本时又提出新的意见“希望不要群众出场。



舞台上人多并不足以表现力量，而且很难处理。„„多描写资本家，观众要看的是资本家如

何受教育，如何在思想上有顾虑、起变化，作斗争。”[11]最后《春华秋实》终于在北京人

民艺术剧院排演时，领导与专家给出的进一步修改意见是“还必须表现出‘五反’运动的胜

利和工人阶级的胜利”。 [11]为了帮助老舍吃透政策精神，当时中央领导周恩来、彭真、

胡乔木、周扬等都曾关注过此剧，一次次直接过问剧本的修改，参与排演的加工，结果使老

舍与剧组都不堪重负、痛苦不已。老舍为了写作此剧，花费了将近一年时间，前后大拆大改，

从头到尾重写了 10遍，相当于创作了 10部话剧，总字数达到 50 多万字。但最后“领导和

群众所要求的应有尽有了，唯独人物形象却反而模糊了” [12](p168)“人物成了作家交代

政策、交代各种思想顾虑的工具。”[13]剧本成了一个运动过程的图解，一旦运动过去了，

戏剧的艺术生命也就结束了。这种类似“活报剧”的创作情形在他的《青年突击队》、《红

大院》、《西望长安》等剧中反复出现，滋生了一批“写得快、演得快、丢得快”的“三快”

作品。 

  应该说，在老舍“十七年”的戏剧创作中，《茶馆》是一个“意外的收获”。这当然得

益于 1956 年相对自由和宽松的时代环境，党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

针，老舍创作的主体精神也空前勃发，但《茶馆》的戏剧接受对其戏剧创作的影响同样不可

小觑。《茶馆》脱胎于老舍的一个未上演的剧本《人民代表》，是老舍有感于新中国第一部

宪法的正式颁布而作。剧本仍采用新旧对比结构，前几幕写旧中国的“国会议员”和“国会

大选”，最后一幕写解放后的民主选举，意在歌颂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在老舍向北京人艺朗

读剧本时，曹禺等敏感地注意到其中第一幕茶馆里的戏非常生动精彩，生活气息浓郁，而其

他几幕相对较弱。经过商量，曹禺、焦菊隐等人艺艺术家们建议，以剧本第一幕的茶馆场面

为基础，发展成一个多幕剧，通过茶馆生活的变迁来反映现代中国社会的变迁。老舍接受了

这个合理的意见，放弃了原先的歌颂贤明政治的初衷，而转向了对历史与人的思考。艺术上

也有了大的变动，不再“写今天”，而是写他所熟悉的旧社会的人和事，这就使他找到了自

己的艺术立足点。据梁秉堃在《平民演员——我说于是之》中记载：“最早全剧的结尾是落

在一个说书人身上，此人是革命者，以说书进行宣传，不幸被官方发现，王利发为了掩护说

书人跑掉，自己中弹身亡。有一次，听完剧本谈意见的时候，是之犹豫再三以后，又底气不

足地发表了意见，希望全戏最后一小段是写几个老头话沧桑。„„几天以后，老舍先生竟然

按照这个意见把剧本写出来了，而且不是一小段戏，是王利发、常四爷和秦仲义三个老头掏

着心窝子谈感悟，谈人生最后的感悟。”[14](p90)于是之的建议把一个政治性很强的结尾

引到艺术轨道上来，突显了戏剧的“人学”价值。在北京人艺热情帮助下，老舍完成了《茶

馆》的创作，他还把北京人艺演出中的一些成功做法吸收到自己的剧本中去，如 1957 年初



版本中没有大傻杨这个角色，后来再版时添加了。在第一幕结尾处增加了茶客甲对茶客乙说

的“将，你完了！”这样一个隐喻性的尾声等。 

  1957 年 7月，《茶馆》剧本在大型文学刊物《收获》创刊号上正式发表，《文艺报》

于 12月 19 日专门组织召开观众座谈会。大家觉得《茶馆》是老舍创作上的重大收获，并就

其思想和艺术特点提出自己的见解。王瑶认为“《茶馆》时代气氛足，生活气息浓，民族色

彩浓，语言精练” [15]，李健吾分析了《茶馆》的结构，提出“图卷戏” [15]的概念。但

也有许多人觉得，作品对社会积极力量、革命力量描写不够，要加强正面力量的表现，这引

起了赵少侯、李健吾的异议。李健吾就认为“《茶馆》有自己的特点，不能用传统戏的标准

要求它。”[15]总体上，这次座谈会各个方面的专业人士对《茶馆》的接受是持肯定意见的，

评论者对《茶馆》的接受更多看到的是其内在的艺术价值以及老舍充满个性的创作风格（如

幽默）。1958 年，《茶馆》被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搬上话剧舞台后，每次演出都是观者如潮。

但是在那个政治压抑艺术的年代，《茶馆》的命运是悲惨的。演出不久就受到非议和批评，

有人认为“作者的悼念的心情太重”、是“一首对旧时代的挽歌” 。[16]还有人提出应增

加“红线”等等，并且惊动了上层，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警告说：“一个剧院的风格首先是

政治风格，其次是艺术风格，离开政治风格讲艺术风格就要犯错误！”[17]迫于压力人艺只

好决定停演。实际上，《茶馆》不完全符合时代主流的写法在当时引起了很多人的质疑，观

众的批评意见主要集中在三点：一、这部戏没有见到党对群众的领导；二、小业主不能为戏

剧主角；三、一代不如一代的满清贵族的没落的思想感情。[18]但受 1956 年“双百”精神

的影响，老舍本人没有妥协，而有了自己更多的独立思考。针对有人建议在剧中增加“红线”

的看法，他反驳说：“有人认为此剧的故事性不强，并且建议，用康顺子的遭遇和康大力的

参加革命为主，去发展剧情，可能比我写的更像戏剧。我感谢这种建议，可是不能采用。因

为那么一来，我的葬送三个时代的目的就难达到了。抱住一件事去发展，恐怕茶馆不等被人

霸占就已垮台了。我的写法多少有点新的尝试，没完全叫老套子捆住。”[19]后来周恩来总

理认为《茶馆》的三个时代选得不够典型，劝老舍改动，但老舍仍拒绝修改，这些都反映出

老舍主体精神的张扬，否则，《茶馆》早就面目全非了。 

三 

考察“十七年”老舍话剧创作与接受的关系，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第一，戏剧创作与接受同时代政治的关系问题。戏剧由于具有仪式性、公开性、公共性

等特点，使它相对于其它文体更容易成为意识形态的载体和政治教化的工具， “十七年”



时期由于政治因素强势介入，围绕这一“载体”的控制与反控制斗争更为激烈，戏剧创作与

接受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政治的影响。《春华秋实》等“政策剧”就是因为“写政策”“赶

任务’,同时又对时代政治顾虑与顾忌太多，导致作家的创造精神大大萎缩，结果昙花一现，

成了政治的“牺牲品”。老舍《茶馆》的诞生则与 1956 年党的文艺政策的调整有关，创作

者和接受者都敢于“讲真话”，享有一定的自由度，敢于突破传统的艺术框框和概念束缚，

表现出对文学本身规律的尊重和遵循。而一旦极左思潮泛滥，其旋即被打入冷宫。所以，对

中国当代戏剧来说，时代政治是其遭遇的最大现实，戏剧创作与接受不可能也没有理由绕开

它。这里的关键在于：创作也好，接受也罢，在时代政治面前有没有其自身独立性、能动性

和超越性，以及能否按照艺术运行的规律来开展创作与接受。 

  第二，戏剧创作与接受的辩证关系问题。从老舍个案中不难看出话剧创作与接受之间是

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创作对接受来说具有先在性和可约束性，接受围绕着创作来进行，

同时创作也为了满足接受的需要并根据接受情况而调整和修改，二者的互动是客观存在的。

当然，这里有良性互动的，如北京人艺对《茶馆》的良好的建议，让老舍找到了自我，促生

了话剧艺术经典的诞生；也有劣性互动的，如《春华秋实》等作品因吸收多量的意见而扭曲

变形，结果受到观众的冷遇和历史的淘汰。所以要辩证地处理创作与接受的关系，回避、无

视接受对创作的影响或者对接受过分迎合、唯命是从都不是科学的态度。这里还牵扯到一个

主体性问题，即创作与接受过程中有没有“以我为主”批判地进行。从“十七年”老舍话剧

创作与接受来看，创作者与接受者缺少主体独立性的情况较为常见，表现为人云亦云，唯政、

从众，接受者屈从于主流观点和通行看法，使得“十七年”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戏剧批

评屡见不鲜；创作者盲目跟风，对戏剧接受不加选择、言听计从，缺少鲁迅所提倡的“拿来

主义”精神，这些都是丧失主体意志的表现。而《茶馆》的传世与老舍主体精神的重振息息

相关。 

  第三，戏剧创作与接受的标准问题。“十七年” 戏剧被纳入到现实政治轨道，常常自

觉或不自觉地成为政治宣传的工具，强调政治标准的第一性，甚至是唯一性，经常拿一些具

体的政策条文来学习、比对和硬套，只求政治上无过，不求艺术上有功，戏剧的艺术性常常

放在第二位。“十七年”时期老舍的一些话剧创作与接受就是典型的例证。由于过分强调政

治标准，导致“十七年”戏剧创作中对戏剧题材问题高度重视，并形成一波又一波题材热点，

如“歌颂剧”、“ 新编历史剧”、“反修防修剧”等蔚然成风、争相上演。同时“主题先

行”也成了作家的潜意识和潜规则。而在戏剧评论（接受）上则出现“一边倒”现象，即用

政治批评代替审美批评，在具体操作上，表现为对内容和意识形态的重视明显高于对形式和

艺术审美的分析，这都是一种畸形的批评与接受，对作家的创作亦产生了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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